
40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22卷 3期．110年 6月

「衣錦還鄉」 抑或 「壯志未酬」 
─後疫情時代臺灣人才回流 

與流失的思考

宋郁玲＊

自 2020年 COVID-19肆虐以來，至今全球各種空間尺度的邊界 （像是國
界、州界、城界等） 正經歷著開放與封閉的循環，而在全球化下慣常的人類移
動，便隨著疫情啟動的邊界收放，各種諸如 「逃離潮」、「回流潮」 的大規模移
動，紛紛在城市與國家之間悄悄發生。這種流動往往因為受到 「安全」 驅動，而
被稱為 「避疫」。

2020年年末，《商業周刊》 發布了一項報導，下了一個相當符合時代脈動的
標題 「25萬人才返鄉　台關鍵時刻｜台灣曾是最嚴重人才外流國，現進入 『新海
歸大時代』」。我們大致可以猜想，這 25萬的數據當中，絕大多數是 「避疫」 的
回流人口，因此是否真如報導所言，臺灣正因為疫情而面臨人才回流？此外，

回流之後他們能否在臺灣安身立命？這些都是在此一議題之下延伸出的重要討

論。然而，其中仍有一些必須釐清的概念，包括重新思考 「人才」、「回流」 與 
「流失」 概念當中的矛盾性，以及後疫情時代臺灣人才呈現出何種流動型態，是
為本文討論的核心論題。

一、  臺灣人才流失 （Brain Drain） ？

在疫情之前，臺灣真的面臨了嚴重的人才流失困境嗎？臺灣自 2005-2019

年之間的海外就業人口由 34萬人倍增至 73.9萬人，其中，到海外就業者男多於
女，大專以上學歷占比達 76.2％ （行政院主計總處，2020）。根據人才仲介業者
的估計，實際數字接近 100萬人，並預估未來人才流失將會持續成長 （李宗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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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由此看來，隨著全球分工更加精細，以區域為單位 （例如亞洲內部） 的
就業市場已經成為年輕工作者的求職常態，但很容易被直接被定義為 「人才流
失」。

根據牛津經濟學院 （Oxford Economics） 對於 2021年全球人才 （Global Talent 
2021）（Oxford Economics, 2021:10） 的分析預測，認為臺灣將是全球人才短缺最
嚴重的國家。此外，瑞士洛桑管理學院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IMD, 2020: 97） 所公布的 《2020年世界人才排名報告 （World Talent 
Ranking 2020）》 評分項目中，臺灣在人才方面有許多弱勢項目，如：對外籍高
階技術人才吸引力 （第 47名）、生活成本 （第 48名）、人才外流 （第 48名）、師
生比 （第 39名） 及公共教育支出占國內生產毛額 （GDP） 比率 （第 45名） 等，指
出臺灣關於人才議題已經達到必須優先關注的程度。儘管臺灣存在上述這些隱

憂，但在整體的綜合排名上，臺灣仍達全球排名第 20，亞洲排名第 3，僅落後
新加坡及香港。相較於去年 （2019），在 IMD人才報告計算的三個評比指標中，
「吸引與留住人才」 進步 3名 （第 26名）；人才儲備 （Readiness） 下降 3名 （第 15

名）。如此迥異的排名與評價，凸顯「人才流失」這個概念當中存在著矛盾性。

二、  「人才」 為何？

目前為止學術研究上對於 「人才」 討論的面向相當廣泛，一般來說是指經濟
鏈當中的高階層人口，具備教育、知識、技術與創意，並在各個不同的領域

中，包括企業、教育、研發、服務與創意產業發揮影響力。當前的移民研究

中，歸納了 「人才」 的特徵：一、與 「知識經濟」 有關，必須具有透過知識創造
經濟產出的特徵；二、與國際移動有關，需具有高度的流動性，也就是一般稱

為 「跨國人才」（transnational talent） 群體 （Yeoh & An Eng, 2008）。但是，產出經
濟效益的間接因素，像是 「人才」 職場態度，涵蓋了願意努力提高績效、重視持
續的技能培養，以及對企業當中的工作重點積極達成、忠誠度等，也成為定義 

「人才」 的要素，更清楚的說，人才＝能力×承諾×貢獻 （Björkman et al., 
2013; Ulrich & Smallwood, 2012）。定義的模糊性，在人才管理相關研究中可見
一斑，通常並不去界定 「人才」 為何，只要被認定為專業或管理階層，皆不假思
索的放入人才的討論之中。在後疫情時代，所謂的 「回流人才」 具有跨國特性，
但是關於 「人才」 的本質在鬆散定義的狀況下，是否出國工作的年輕工作者增
加，就等同於人才流失，究竟哪種出國工作者對臺灣發展而言是一種人才流

失，或者這只是人才市場疆界擴大，延伸到鄰近區域的現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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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於 2018年至今持續進行人才外流與回流的研究中 1，發現至中國或東

南亞求職的年輕工作者，在三年之內轉職的比例相當高，且跨產業甚至跨專業

者的案例也甚為普遍。即便擁有碩士以上學歷，在轉職中不停重新學習的狀況

比比皆是。一位受訪者 A說：「我覺得大部分的工作，80%都不需要這麼強的專
業，他們願意培養你，只要你的個性 （好），你說服他們，他們是會願意培養你
的。」跨國的年輕工作者，他們職業的專業知識需要自己從公司的培訓、購買

網路課程、參加研討會，以及透過自己在地的社會網路不斷取得。這些學習也

使臺灣年輕跨國工作者，累積他們在海外繼續尋找更好機會的資本，或者在必

須回臺灣的時候成為獲得更多機會的象徵資本。因此，「人才」 是持續變動的概
念，當他們開始出國工作時，可能尚在 「人才」 的儲備與成形階段，而他們的流
出是否便意味著國家人才庫的流失，這需要從跨國工作者的海外職業歷程做進

一步分析。關於人才流動與流失的關係，在理論面向上也有諸多討論，可提供

思考其內涵與影響範疇。

三、  人才 「流失」 與 「回流」：從地理與社會角度思考

跨國人才流動牽涉了多面向的議題，所謂的人才流失與否，是國家中心

（state-centered） 的觀點，以跨越國家邊界所創造的經濟價值作為判斷依據。但
移動 （mobility） 是複雜的過程，是在家庭─社區─國家多重尺度的操作，同時
考量社會─文化─政治脈絡下所造成各種可能的結果。因此，是否 「流失」 非常
難以定論。目前有越來越多的討論認為人才流動不必然是零合遊戲 （win-lose 
situation），如人才引進 （brain gain）、人才循環等 （brain circulation），對接收國
與來源國的造成雙向利益的影響，在當前跨國人才流動中皆成為同時存在的現

象 （Vertovec, 2002; Saxenian, 2006; Yeoh & Ah Eng, 2008; Skeldon, 2009; Stark et 
al., 1998; Mountford, 1997; Carr et al., 2005; Pellegrino, 2001; Meyer, 2001; 
Mountford, 2011）。於是，人才引入與循環成為防止人才流失的解方，包括歐
洲、東亞等國家也都針對人才回流與循環的目標訂定政策。不過，傳統的人才

外流模式是否已經改變，這些人才轉而建立全球知識網絡與母國產生連結與

否，都難以掌握不得而知（Yeoh & Ah Eng, 2008），因此微觀的探究人才流動的
模式更為必要。

1 「人才流失或人才循環？─流向中國、東協與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臺灣人才之空間與社會流動分

析 （I）（II）」（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計畫主持人。2018.8.1-2020.7.31）；「自中國與東南亞國協回流與
再流動的臺灣人才之流動性分析：資本、網絡與領域化」（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計畫主持人。

2020.8.1-202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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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微觀的角度，跨國工作者以空間移動作為資本積累的策略，並換取社

會向上流動的最大利益。Ong （1999） 以 「彈性公民權」 的概念，闡釋流動過程發
生在個人資本積累的文化邏輯之中。空間的移動成為資本積累的核心，個人則

從移動中獲得利益，而不是因為與地方產生固定連結而獲利。因此，不斷移動

是他們的策略，也就是透過領域與再領化的過程，他們根據社會向上流動的需

求，或者回應不確定的障礙，而累積經濟、社會、文化等資本。再者，累積象

徵資本，使他們在不同地方的地位、經濟協商與文化上被接受且產生效果。

Studemeyer （2015） 強調彈性地理脈絡下，空間存在的必要性。彈性公民權的資
本積累並非在「無邊的尺度」上積累。近距離、小範圍的資本積累，對年輕人

而言是一種成本考量下的選擇。如歐盟國家，從東歐中歐到西歐的菁英，引發

了有關於歐洲內部民主化合法性、跨國主義遷移及人才外流的議題。愛爾蘭年

輕人因當地經濟下滑，而前往英國讀書累積文化資本，為往後在英國工作所需

的資本做準備，且不需要跨越海峽及太多花費，就可以確保公民權的獲得。

上述整合空間流動與社會地位向上流動，成為跨國人才流動重要擘劃之中

相互關聯的關鍵概念。近距離、沒有終點的多點跨界移動，在當前更加複雜的

空間流動形式及社會地位流動的內涵下，這關係性已經超越過去將跨國人才遷

移地比喻為 「手扶梯」（escalator）（Fielding, 1992） 或者 「旋轉木馬」（merry-go-
round）（Tseng, 2015） 所能涵蓋。前者，人才透過資本集中的大城市將其帶往更
高的社會地位，而他們所在的地區猶如一座手扶梯。後者，就像 Tseng （2015）
研究在上海的臺灣人才，在中國轉換工作，而非回到臺灣發展，使臺灣人才不

論在原地旋轉，忽上忽下，猶如旋轉木馬一般。

從上述巨觀與微觀的理論角度，我們只能說在全球化時代，跨國工作已經

是年輕工作者的一種生涯選擇，至於地理與社會流動的路徑，在世界局勢變化

一日千里的現今，展現出更為豐富多樣的面貌，COVID-19是一個衝擊生命安
全，帶著各種不確定性與高風險的事件，跨國工作的年輕人才在極短的時間之

內，必須決定收拾行囊返回臺灣從長計議。這一趟可能是回流，也可能在短暫

停留臺灣後再往下一個國家流動，也就是另一趟未定的地理與社會流動路徑的

開啟。

四、  後疫情時代的人才流動：衣錦還鄉或壯志未酬

2021年 1月分，求職網站做了海漂與海歸求職意向調查，顯示受到疫情影
響，願意前往海外工作的臺灣年輕人降至七年來新低 （yes123求職網，2021），



44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22卷 3期．110年 6月

但仍舊有高達將近六成的比例 「不論疫情狀況如何，仍會考慮到海外工作」。壯
志未酬卻遇到疫情成了跨國的障礙，臺灣是否只是年輕工作者在疫情時代的避

風港，暫歇後繼續遠颺？

一位在中國上海與北京跨國公司工作共五年的受訪者 B，在疫情爆發後便
從上海回到臺灣。當時他的家當還留在上海，回臺灣避疫之餘仍以遠距繼續原

來的工作。兩個月後他決定離職返臺，在臺灣的另一家跨國公司工作。關於回

流，他說：「我覺得就是待在中國，憑良心問自己，除了賺錢之外你還有什麼理

由留在那裡？如果只是因為錢的話，那人生真的需要那麼多錢嗎？你扣扣稅之

後你的花費也沒有那麼多，那是不是回到臺灣你的快樂，那個潛在的收益是更

大的？而且年輕人出去見過世面也看得差不多了，比較過了所以就還好。」 見過
世面後，衣錦還鄉的受訪者認為離開臺灣更能客觀地看到臺灣鑲嵌在全球的機

會與限制，也因此能更為真實的判斷自己該如何選擇。儘管如此，當談起未來

的職涯規劃時，他仍然認為出國工作的可能性大約有百分之五十。另一位受訪

者 C，走跳中國北京、上海、新加坡與韓國，於跨國公司擔任高階管理階層，
但在疫情前便已經決定返回臺灣：「那時候不知道怎樣有個情緒要回臺灣對臺灣

貢獻，那時候就很多選舉啊，我記得是高雄市長選舉，總統選舉這些因素夾

雜，就會覺得我在國外這麼久了，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臺灣貢獻，那時

候不知道為什麼特別有這種情緒。」

而談到未來，他說實際上他年底可能就即將轉往美國工作。臺灣企業組織

成熟穩定，但也因此制度結構彈性較小，年輕工作者升遷不易。臺灣的地理特

性成為經濟發展上的阻礙，市場小、企業回報率低，薪資高低之間的差距幅度

相對小，因此，相較於中國或者其他海外職場薪資天花板較高來說，臺灣的薪

資吸引力相對較低，對員工的福利也無法與跨國公司相比。

這樣的地理限制下，影響了臺灣人才的社會流動，因此跨越地域限制成為

理想策略。除了避疫的需求，對臺灣年輕人才而言不論是厭倦了在海外生活中

只有工作、升遷挑戰受阻，或是看到臺灣的機會，回臺與家人團聚，邁入人生

下一個穩定階段等各種因素，有些人採取了分身策略。一種是讓身體在臺灣但

跨國 （界） 的遠端工作。臺灣教育品質優良，人才的道德感與性價比高，已經成
為跨國企業當中口耳相傳的評價，因而不惜跨國徵才以遠距形式工作。因此，

有幾位受訪者他們便是以遠端的方式為國外的科技或金融業新創公司工作，同

一部門的同事則來自於亞洲各國。第二種是在臺灣創業，但銷售市場在全球，

這在疫情時代也成為臺灣年輕工作者的另一種選擇。在北京從事文創產業共六

年的受訪者 D，回流再出走已經不是第一次。對他而言，臺灣市場成熟，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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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低，且受到政策的干擾較少，人才性價比高。這些利多的創業條件，使他

在疫情之後決定回臺與臺灣的夥伴共同創業。但是，臺灣的市場小，投資回報

低且不受國際重視，於是創新產品銷售以海外市場作為目標，成為幾位回臺創

業的臺灣人才共同的策略。

後疫情時代回流的臺灣人才，不論衣錦還鄉或壯志未酬，他們共同的特徵

是：未來可能隨時出走。但是這並不能解釋為人才流失，因為在這流動世代，

若要說他們反覆流連於離家與回流之間，倒不如說他們其實從未真正離開過

家。多樣的地理與社會流動路徑，創造出各種不同的策略，包括持續地跨越國

界，尤其以鄰近亞洲國家作為目的地，或者人在臺灣職場在雲端的遠距工作，

創業在臺灣市場在海外的分身策略。不同的空間策略都在後疫情時代創造出了

一條避疫安居於臺灣，卻跨越國界與全球市場連結的生活選擇，他們搭著的不

是 「手扶梯」，也非 「旋轉木馬」，更像是在臺灣或下一個某處定點操控著 「空拍
機」，在有限的距離內安全飛行，或者高飛承擔更高的風險，但其所求是廣闊的

視野，在高低之間可能安全返回，又為了另一個目標啟航。而手持的空拍機，

在飽覽無數高山低谷後，機體當中涵蓋包羅萬象的資料，或許將成為滋養臺灣

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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